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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是对以“差序格局”为基本特征的中国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理

论研究。差序格局的形式和内容可以回溯到先秦时期延续至晚清民国的丧

服制度。通过对经学文献中关于丧服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亲亲”和“尊尊”

是构成这种制度的基本原则。亲亲和尊尊结合在一起，从家族延伸到政治，

塑造了古代政治、社会关系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仍然在当代的政治和

社会关系中有明显表现。本文指出，亲亲和尊尊与儒家思想中提倡的“仁”与
“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作为基本伦理和美德，以亲亲和尊尊的形式表现

于社会结构之中。本文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研究中“关系”

和“人情”等现象的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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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关于这方面细致而全面的研究综述，可参见：纪莺莺，２０１２。

　　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韦伯及帕森斯的观点一直有着重要而
广泛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由于长期的家族和宗法势力的
影响，“缺乏理性的实事求是，缺乏抽象的、超越个人的、目的团体的性
格”（韦伯，２００４：３２６）；“为儒教伦理所接受和支持的整个中国社会结
构，是一个突出的‘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帕森斯，２００３：６１６）。虽然
这是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但是在当代中国，它仍然是国内外社
会学家在解释社会行动时的主要指导性观念。当代中国研究的大部分
重要经验研究领域都极为重视中国人的“关系”问题。从组织研究、农
村研究到社会网络的研究，“关系”、“面子”、“人情”等被学者们称为“非
正式”的关系已经成为解释各种社会行动过程和后果的主要因素，并被
看做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主要障碍。１而对于“关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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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面子”这些概念本身，当代社会学家通常将其当作解释社会行动
的原因而非需要进一步解释的对象，他们或将其归为乡土、传统和文化
因素，或将其理解为一种利益和权力交换的工具或者“资本”。２本文
试图回到这些概念所形成和产生的历史制度与思想环境中，对这些概
念背后所包含的制度和精神方面的内容进行尝试性的理解。

２．在中国本土学者中，翟学伟（２００９ａ，２００９ｂ）在这个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努力和贡献。他既从
文化层面，又从工具理性层面对“关系”做了一系列有助于理解的解释。

一、“关系”与社会结构

孙立平和郭于华（２０００）在一篇研究农村税费征收的论文中提出了
“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运作”的观点，对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产生了广泛影
响。他们指出，“在正式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基层政府官员对正式
权力之外的本土性资源巧妙地利用，即将社会中的非正式因素大量地
运用于正式权力的行使过程之中，从而使国家的意志能够在农村中得
到贯彻执行”。在他们的案例中，面对反复动员却抗税不交的老农，基
层干部说了一段“您就把我当做是要饭的”这类的话就轻易解决了问
题。政府的正式工作被转换成了两人之间的“面子”问题而使冲突得到
解决。这样的案例在社会学中屡见不鲜。在一篇研究征地拆迁的论文
中，几个乡镇政府成功拆迁的案例都展示了类似的运作模式：通过给拆
迁对象的亲属或朋友做工作，如给拆迁对象在乡镇企业上班的爱人升
职和加工资，利用这些“关系”和“人情”，本来通过正式制度难以完成的
工作得以顺利完成（高建强，２０１０）。

在面对像拆迁这种当事人存在巨大利益的情况下，权力能够得以
顺利实施，是由于当事人顾忌到了社会关系的维持。这是中国社会中
极为常见的现象，并不仅限于乡村社会。在城市社区，在官场、商界和
学界中，这些关系无处不在，且在日常生活和行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对当事人极为重要的社会关系中，既有基于家庭、朋友等初级群体的
关系，也有领导、同事等次级群体的关系。这些关系会给当事人带来什
么样的利益并非此处的重要问题，因为当事人为了维持这些关系可能
付出巨大的利益代价，这些“关系”和“人情”对于当事人来说还具有利
益之外的考虑。因此，这些关系本身的结构、性质以及对于当事人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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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值得深入讨论。
对于这类关系的理解，人情观和面子观是一种最为直接的理解，这

也是学者们有时候会将这些社会关系简单理解为人际关系网络的一个

原因。将这些关系理解为人际关系网络或者是人际互动，最终很难避
免将其还原为利益或者权力交换，例如将这些关系直接理解为重复博
弈模型中的关键要素，或者是将其理解为一种更为复杂、间接的交换机
制，“关系”、“人情”和“面子”本身便是这种复杂关系的媒介。这种讨论
方式难免绕回问题的起点，只是将当事人理解为更加深谋远虑、更加讲
究策略的行动者而已。这使得一些看似深刻的社会学研究和分析实际
上消解了我们最初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在一些案例中，当事人纯粹就
是为了维护一种社会关系而付出巨大的利益损失，这种社会关系本身
的维持可能就是当事人行动的目的而非仅是手段。在征税和拆迁的案
例中，我们可以将“面子”和“关系”本身理解为行动的目的，因为它们本
身对于当事人来说就具有价值的意义。
讨论行动的价值意义，我们首先需要从人际关系网络进入到社会

结构的层面。在社会学研究中，许多研究者在处理中国式的人际关系
网络时，大都会使用 “差序格局”这个经典概念。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
生在其名著《乡土中国》中提出的，用来描述中国人的行动结构。费孝
通先生使用了著名的“水波纹”比喻来解释这个结构：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
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
中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
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费孝通，２０１１：２８）
这个概念至今已近百年，仍然是中国社会学界最为常用的概念之

一，也是对中国社会结构最为基本的描述性概念。中国社会科学界在
分析中国社会现象的结构性、背景性特征时，常常用“差序格局”来描述
中国社会中的行动者的行动特征。与西方社会“团体取向”的行动特点
相比，中国人可以说是“关系取向”，因此，这个概念成为中国社会“关
系”、“面子”、“人情”等重要本土性概念的解释因素，也成为解释中国的
国民性比如自私、缺乏公德等特征的主要依据。
差序格局的“水波纹”形式是一种按照血缘而构成的亲疏远近的关

系结构。这种结构并非中国社会所独有，而是一种人类社会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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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特征，世界各大文明中无不存在。例如，罗马法中的血缘亲等计算
方法虽然与中国有所不同，但是这种类似“水波纹”的亲疏圈层也都非
常鲜明地存在着。为什么单单在中国社会，这种格局会成为社会行动
的一种最为重要和基本的参考框架呢？

阎云翔（２００６）首先指出了学界对于这个概念的一个普遍性误解。
他认为，差序格局，按照费先生的本意，指的是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而
不仅仅是人际关系结构，更不能与社会学中的“关系网络”相对应。正
是在社会结构而非关系结构的层次上，中西才具有“差序格局”和“团体
格局”的差别。阎云翔进一步指出，差序格局不仅包含了以血缘为基础
的亲疏远近的差序，更包含了以地位为基础的尊卑等级的差序。这不
仅能够解释中国人行动的一些基本特点，而且在长期的历史演变当中，
中国人甚至形成了所谓的“差序人格”：

如果说团体格局与平等人格互为因果、无法分开的话，差
序格局与这种需要不断调整界定的人格也是互为因果、无法
分开的。在缺乏更佳选择的情况下，我权且将这种弹性人格
称为“差序人格”。越是在差序格局中得心应手、呼风唤雨的
“能人”，越容易拥有这种“能屈能伸”的差序人格；而具有差序
人格的个体越多，差序格局的结构也就越稳固并反过来更加
有力地塑造差序人格。（阎云翔，２００６：２１１）
阎云翔的论述既是对费孝通差序格局描述的一个推进，也是对中

国国民性的一个总结性概括。费孝通由差序格局的亲疏远近推出中国
人“自私”的行为特点，而阎云翔通过对差序格局的另一个维度———尊
卑等级的拓展性论述推出中国人对上谄媚、对下傲慢的行为特点。与
西方社会相比，中国人既缺乏“公共”精神，也缺乏“平等”精神。这一推
论与晚清以来众多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性描述也基本一致，所不同的
是，差序格局和差序人格概念的使用将笼统宽泛的国民性研究与对中
国社会结构的认识紧密联系起来，吸引我们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社
会结构层面上去。
这种社会结构，并非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层面上的有形存在，而是

社会文化与社会规范交互作用的结果。要描绘这种结构，需要追溯其
得以形成的思想和制度根源，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加细致地考察这种结
构的形式，进而认识这种结构本身得以形成的基本原则。之所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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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是因为我们不能满足于就这种结构的形式做一些简单的形式化推
演。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仅从水波纹的圈层结构来做形式化的推论，很
容易得出费孝通所说的“自我主义”，也能够形式化地推演出阎云翔所
说的“弹性人格”，但这种“自我中心”和媚上慢下的行为特征与构成这
种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到结

构本身，去解析这个结构的原则。

许多学者在对差序格局的讨论中，都提到过差序格局和“五服图”

之间的相似性。五服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描述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其
来源是亲人去世后的服丧制度。吴飞（２０１１）在其《从丧服制度看差序
格局》一文中，就以丧服制度来考察差序格局的具体结构，并指出丧服
图实际上是同时包含了亲疏与尊卑的“立体结构”。从尊卑的角度看，

君臣关系所指向的政治关系并非像费孝通所说的那么“远”。这个讨论
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发是，差序格局作为一套结构性描述，其根源可以
上溯到丧服制度，但是丧服结构的形式及其背后的结构性原则可能远
比差序格局的表述要复杂得多。本文下面就以丧服制度为本，考察其
得以形成的基本原则，从而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及
其背后的价值意义。３

３．当代学者对于丧服制度的介绍和研究，可以参见：林素英，１９８９；丁鼎，２００３；丁凌华，

２０１３。

４．清代礼学研究昌盛，许多儒家学者极端重视礼学。据研究，清儒刘师培最早提出“六经皆礼”
说，其徒陈钟凡在《诸子通论》中得以证成（参见：顾涛，２０１４，论“六经皆礼”说及其延伸路径，未
刊稿）。曹元弼对此解释说：“易，礼象也；书，礼政也；诗、乐，礼情也；春秋，礼法也；孝经，礼本
也；论语、孟子，礼微言大义也。故天经地义，圣教王政，备在六经，而礼者，六经之体也。”

二、“亲亲”与“尊尊”

丧服制度及其结构性原则，根源于儒家十三经《仪礼》中的《丧服》

篇，属于周代礼制的一部分，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核
心地位。清末礼学家曹元弼说：

天道至教，圣人至德，著在六经。六经同归，其旨在礼。

礼有五经，本在丧服。（《丧服郑氏学·序》）

按照曹元弼的论述，礼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其内容是
儒家思想社会化、制度化的一种体现，是“六经之体”，４而礼经中的《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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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一篇，是将儒家社会思想中的“三纲五伦”“一以贯之”，体现了儒家
思想“明人伦”的根本。也就是说，丧服制度以对“人伦”关系的规范性
安排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一些核心理念。具体而言，“五伦”以体现“三
纲”，而“三纲”则是构成丧服制度的基本原则，或者说，是以“三纲”为主
的原则来安排五伦关系。

图１：本宗丧服图５

５．本图参考了《明会典》中的“本宗九族五服图”（参见丁凌华，２０１３：１１８－１１９），但根据《仪礼
·丧服》经传略有改动。为了简明起见，此图不包括诸妇之服。

６．《丧服》经“昆弟”条郑玄注曰：“昆，兄也”。周代人谓兄曰昆。

　　先看丧服图。这个图和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水波纹”结构极其相
似。共分五层，有五种服制，所以亦被称作“五服图”。其核心是“己”，
第二层是父母、昆弟６、姊妹和子；第三层是祖父母、世叔父母、姑、从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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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弟姊妹、昆弟之子女、孙；第四层是曾祖父母、从祖祖父母、从祖祖姑、
从祖父母、从祖姑、从祖昆弟姊妹、从父昆弟之子女、昆弟之孙、昆弟之
孙女、曾孙；第五层则各自再外推一层。亲属去世，为亲属所服丧服和
服服时间分为五等，分别是斩衰三年、齐衰期（一年）、大功九月、小功五
月和缌麻三月。图１所标，均为己身为众亲所服之类别。第二圈层为
斩衰和齐衰，第三、四、五圈层分别主要对应大功、小功和缌麻。越往
外，随着亲属关系的疏远，丧服之衰７、裳、冠、屦、杖之式样和材料由粗
变精、由重变轻，服期亦由长变短，这种变化是为了表示服丧者之感情
因亲疏关系不同而由如斩之痛到逐渐变轻的次序。这是丧服制度最为
基本的构架，是按照亲疏关系的原则制定出来的服制。这个原则在传
统思想中叫做“亲亲”。

７．《丧服·斩衰》章汉儒郑玄注曰：“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唐儒贾公彦疏曰：”衰广四寸，长
六寸，缀之于心，总号为衰。”衰的本义是指缀于胸前的麻布，亦引申泛指上身的丧服。

《礼记·大传》曰：“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
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礼记》中所说的“服术”，就是丧服的六个原
则。这个“亲亲”的原则，具体说来，叫做“至亲以期断”。“期”是指一周
年。《礼记·三年问》曰：“然则何以至期也？曰：至亲以期断。是何也？
曰：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变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
象之也。”对于最亲的“一体”之亲，即“至亲”来说，应该服为期一年的齐
衰服。所谓“一体之亲”，是指父（母）子、夫妻和昆弟，即丧服图的第二
层。由至亲的期服，往外每推一层则降一等，到第五层服缌麻三月。母
亲、妻子的亲属也有服制，只是由于不属于宗亲而属于外亲，所以大部
分都服缌麻，所谓“外亲皆缌”也。
除了亲亲原则之外，构成丧服体制的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则叫

做“尊尊”。对于己身而言，父亲是“至尊”。按照尊尊的原则，将父亲的
服制由至亲之期服加隆为斩衰三年之服，母亲因与父亲为一体，亦加隆
为齐衰三年之服。由父母而上推，祖父母加隆为齐衰期年之服，曾祖高
祖父母加隆为齐衰三月之服。对于自己的正尊长辈在亲服的服制上加
隆，是出于“尊祖敬宗”的原则。“祖”即祖先，包括父亲、祖父、曾祖、高
祖乃至远祖；“宗”指宗子，是指祖先的嫡系传人，即嫡长子。“尊祖”的
原则是指由己身而上推，“敬宗”的原则是指同辈兄弟之间以长子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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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敬宗，即敬“兄”之意。不同亲疏关系的兄弟之间以谁为宗，主要取
决于兄弟与父祖之间的嫡长关系。这种嫡长关系在几代内变得非常复
杂，因此而有“宗法”之制。
在宗法体制中，嫡长兄之所以为尊，是由于他是率领同宗诸弟祭祀

先祖的祭主。对于同一祖先，每世都会有一个嫡长子，这样嫡嫡相承，
对于每一世的同辈兄弟而言，这个嫡长子是始祖的祭主，是诸兄弟的大
宗子，属于“百世不迁”的大宗。对于父亲，嫡长子为其诸弟之宗，称为
继祢宗子，“祢”是对亡父的尊称；对于祖父，嫡长孙为其诸弟以及诸从
父昆弟之宗，称为继祖宗子；对于曾祖，嫡长曾孙为其诸弟、诸从父昆弟
以及从祖昆弟之宗，称为继曾祖宗子；对于高祖，嫡长玄孙为诸弟、诸从
父昆弟、诸从祖昆弟以及族昆弟之宗，称为继高祖宗子。这是四类“小
宗”，与大宗合称为“五宗”（见图２）。在这种体制当中，每个人的嫡长
子都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在其父亲去世之后，他必定成为五宗中的一宗

甚至是几宗的宗子，是丧服体制里所谓的“传重”８之人。对于那些本

图２：宗法图９

８．“重”是一种临时制作的牌位，在人始亡后丧祭之用，用来象征亡者的灵魂。郑玄注
《礼记·檀弓》曰：“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后作主。”

９．此图参照清儒程瑶田《丧服文足征记》中“宗法表”而制，进行了简化。别子，按照古籍及潘
光旦、金景芳等先生的总结，包括三种人：国君之公子、异姓公子始来此国者及庶民崛起为卿
大夫者。言“别”者，自尊别于卑之义。具体论述参见：潘光旦，１９３０；金景芳，１９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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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即为嫡长子的父亲而言，其嫡长子代表了其父乃至更远祖先的正宗
血统，因此，父亲为嫡长子的服制也由齐衰期服加隆为斩衰三年之服，

祖父对嫡孙的服制也由大功加隆为齐衰期。这种加隆，虽然是父对子、

祖对孙的加隆，但仍然是出于“尊祖敬宗”之义。

除了父亲是子女的“至尊”之外，丈夫也是妻子的“至尊”。因此，妻
子对丈夫的服制也由期服加隆为斩衰三年。由于在宗法体制内的“至
尊”只有一人，按照“不贰斩”的原则，妻子对其生父的服制由斩衰三年
降为齐衰期服。

以上是宗族范围内的亲亲尊尊之道。但是亲亲尊尊作为一种社会
结构的基本原则，超出了宗族范围，亦适用于亲属关系之外的社会和政
治领域。这首先表现在丧服体制中也包含了亲属关系之外的服制。丧
服的七大类斩衰服中，包含了“诸侯为天子”、“臣为君”两类不属于亲属
关系的服制。这两条经文的“传”文分别为“天子，至尊也”和“君，至尊
也”。《礼记·丧服四制》曰：“其恩厚者其服重，故为父斩衰三年，以恩
制者也。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故为君亦斩衰三年，以义制者也。”所谓“资于事
父以事君，而敬同”，是指臣为君的服服原则是比附于子为父的服服原则
而来，而着重强调其中尊尊的部分。其他服制里也包含了这种比较纯粹
的出于“尊尊”而生的“义服”，如齐衰三月中的“寄公为所寓”、“为旧君”、
“庶人为国君”以及诸侯之臣为天子的繐衰１０之服，等等。

１０．“繐衰”是五服之外专门针对诸侯之大夫为天子的一种特殊服制，其轻重程度在大功之
下、小功之上。

在这套以尊尊原则构建的非亲属的服制体系中，封建爵位，即先秦
分封体系中的政治身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关键还要看施服者与受
服者的关系。在先秦的封建体系中，基本的等级身份为天子、诸侯（国
君）、卿、大夫、士和庶人。臣为君之服，并非为地位越高的君如天子、诸
侯就服服越重，而是也按照一定的差序格局展开。如大夫之家臣为大
夫斩衰三年，为其国之国君则齐衰三月，为天子则无服。而国君之大夫
为国君斩衰三年，为天子则繐衰七月。虽然天子尊于国君，国君尊于大
夫，但是作为大夫之家臣，为大夫、国君、天子的服制反而递减以至于无
服，其原因可以从国君之大夫为天子繐衰中得知。《丧服》“繐衰”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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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之大夫为天子。传曰：何以繐衰也？诸侯之大夫以时接见乎天
子。”唐儒贾公彦疏曰：“此并是以时会见天子。天子待之以礼，皆有委
积、飧饔、饗食、燕与、时赐，加恩既深，故诸侯大夫报而服之也。”清儒盛
世佐《仪礼集编》曰：“传言此者，明其是有恩义，故有是服。圣人不为恩
义不及者制服也。”由此可见，施服者并非单纯为身份、地位高于自己的
人制服，而是对高于自己且有“恩义”的人制服，恩义越深，制服越重。
从贾公彦和盛世佐的解释来看，所谓“恩义”，是指君臣间因为共事的关
系而产生的恩情，臣为君制服是报答这种恩情，所以关系越密切，则服
制越重，没有直接的关系则不为之服。
论述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尊尊的第二个方面是政治身份之间的关

系。这提示我们，丧服体制不仅仅是表征亲属关系的一套体制，也是表
征政治关系的一套体制。同时，从臣为君服的体制来看，其中所含的
“恩义”又提示我们，这里的政治关系并非纯粹以政治身份为原则，还包
含了由亲亲生发出来的恩情的关系。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一套脱离
了亲属关系的政治关系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丧服体制中表现出来？政治

关系能否脱离亲属关系而独立存在？这涉及国与家、公与私之间的关
系问题。
以君臣为代表的政治关系对于亲属关系具有超越性是毫无疑问

的。这种超越性表现在高等级地位的人为低等级地位的亲属的“绝服”
和“降服”。在封建的政治关系中，天子诸侯“绝宗”、“绝旁期”，即天子
诸侯对于期服以下的旁系亲属一律无服。《礼记·大传》曰：“君有合族
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汉儒郑玄注曰：“君恩可以下施，而族
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亲，自戚于君。”元儒陈澔《礼记集说》曰：
“一则君有绝宗之道，二则以严下上之辨，而杜篡代之萌也。”天子诸侯
的旁系亲属，首先是作为天子诸侯之臣而存在的，不能以亲属关系侵
蚀、替代君臣关系。因此，这些旁系亲属要按照臣为君之服为其君服斩
衰三年，而君为其绝服。卿大夫可以尊降旁亲，即卿大夫因其爵位之尊
而在丧服中对其旁亲皆降一等而服。但是，在丧服体制中，这种因爵位
而生的“绝”与“降”并非绝对的，可以超越一般的“旁亲”，却不能超越
“正尊”和“嫡亲”。
天子诸侯可以绝旁期，却不能绝嫡亲之服。《周官·司服》贾公彦

疏曰：“天子诸侯绝旁期，正统之期犹不降，故兼云齐衰。其正服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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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似不降也。《大功章》曰：‘適妇。’注云：‘適子之妇。’传曰：‘何以大功
也？不降其適也。’既无指斥，明关之天子诸侯也。又《服问》云：‘君所
主：夫人、妻、大子、適妇。’既言‘君所主’，服不降也。”这段文字是说，虽
然天子诸侯绝期服以下之服，但是对于嫡亲则不绝不降，为嫡妇仍须服
大功之服。《论语·阳货》中孔子曰：“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这是说
为父母的三年之服与个人的政治身份无关。天子诸侯为其世子亦服斩
衰。大夫虽然尊降旁亲，却不能降其嫡亲。上面贾公彦疏引“適妇”条即
为明证。另外，《丧服》“適孙”条传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大夫
之庶子为適昆弟”条郑玄注曰：“大夫虽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
虽有爵尊，不能绝或降嫡亲，并非因为亲，而是因为尊。这种尊，是

“尊祖敬宗”之尊，因为嫡子、嫡孙将承继先祖之“重”，所以有尊，我们姑
且将其称为“嫡尊”。爵尊与嫡尊相较，爵不敌嫡，是丧服中的一个原
则。嫡子、嫡孙本身并无尊，其尊来源于父祖之尊，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爵尊不敌父祖之尊，这是丧服中两种“尊”的基本关系。

１１．指诸侯国中城外之人，贾公彦疏曰：“亦谓国外为野人。”

《丧服》“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条传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
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
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这段话比较
明确地指出了父祖之尊与爵位之尊的关系。与野人１１相比，士、大夫为
尊，与士、大夫相比，诸侯天子为尊，其所以为尊，乃由于知尊祖之故。尊
者因其尊统所及者远而尊，卑者因其尊统所及者近而卑。《礼记·大传》
曰：“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刑
罚中。”郑玄注曰：“严，犹尊也。孝经曰：‘孝莫大于严父。’”清儒顾炎武
《日知录》解释说：“然则人君之所治者约矣。然后原父子之亲，立君臣
之义以权之。”由此可见，按照儒家的丧服理论，爵位之尊从根本上是源
于父祖之尊的，父祖之尊因此而有绝对的重要性。
与爵位之尊不同，父祖之尊及其向下延伸的嫡长之尊包含有明确

而紧密的亲属关系。在父祖之尊有着绝对重要性的前提下，这与上述
“族人皆臣也”的判断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冲突。举例来说，天子诸侯一
般没有父祖，但是会有父祖的兄弟，即本人的伯叔父。那么，这些人既
然和父祖有密切的关系，在自己的爵位前是否应该或绝或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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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服》“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为姑、姊妹、女子子
嫁于大夫者；君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国君者”条传曰：“是故始封之君
不臣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孙尽臣诸父昆弟。
故君之所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对于天
子诸侯而言，并非诸父昆弟不可为其臣，标准是要看天子诸侯之父是否
曾经以其诸父昆弟为臣。如其父为之服，则尽管自己是封君，亦“不敢
不服”，诸侯绝宗的原则在这里亦不适用。正是在“始封之君”这种特殊
情况下，我们可以窥见父子原则先于君臣原则的关系。清儒张锡恭在
《修礼刍议》中引述这一段文字后说：“此君臣之义，实本父子而生也。
子必尊父，故小宗必尊大宗；必尊大宗，群大宗而诸侯君之；群侯氏而天
子君之，其谊一也。”
这个原则在大夫尊降旁亲的服制中体现得更为明确。大夫之子，

因为大夫之尊下及于自己而降其母、妻、昆弟之服，这叫做“厌降”，即被
屈压而降服他人之意。具体而言，大夫之子本来应该为其母、妻、昆弟
服齐衰期年之服，因为厌降而为这三者降为服大功九月。所谓厌降，就
是因为父亲有所降，子亦不敢不降；父亲不降其嫡子，则众庶子为其嫡
兄也不降，即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降与不降，视其父而定。

１２．郑玄注《丧服》“大夫之適子为妻”条曰：“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厌
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为人后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旁尊降”专指诸侯之昆弟而言，其本
身可能无尊，因诸侯之尊旁及于自身而降其余亲。

我们对比“始封之君”和“大夫之子”这两个讨论，可以看出，始封之
君虽然本身有爵位之尊，但是因为父亲不臣诸父昆弟而己亦不臣之；大
夫之子本身虽无爵位之尊，但是因为父亲降其母妻昆弟而己亦降之。
臣与不臣，降与不降，与自身有无爵位之尊无关，而与其父有关。这显
示出丧服体制中一个潜在的尊尊与亲亲关系的原则：己身与他人的关
系并非由自己与他人的亲疏尊卑关系所决定，而是由自己与父亲的共
同关系所决定。具体而言，天子诸侯之尊，下及诸子，旁及昆弟，其诸子
和昆弟虽然不一定有大夫爵位，但是却可以因“厌降”和“旁尊降”１２来
降余亲之服；大夫之尊，下及诸子，诸子以“厌降”余亲，却不能旁及大夫
之昆弟。由此看来，体现政治关系或绝或降的爵位之尊可以下及、旁及
其最亲的亲属，使这些亲属亦可以尊降旁亲。
这里所谓“最亲的亲属”，主要是指父子和夫妻。《丧服》“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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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父母”条传曰：“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昆弟一体也。故父子首足
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体也。”这三个“一体”中，父子与夫妻更加基本
和重要，没有这两个“一体”则没有“昆弟一体”。所谓“牉合”，即“半
合”，缺一不可之谓。“一体”之意，鲜明地体现在丧服制度中。由上面
对绝服降服的讨论可以看出，在对夫妻、父子以外的亲属制服时，己身
是不能单独制服的，必须视父亲或丈夫的制服而定。同时，他人在为自
己制服时，也要依靠对自己父亲或丈夫的服制决定对自己的制服。这
个原则也适用于与爵位之尊无关的五服亲属。１３这个时候，“己”身是不
重要、不独立的，父子、夫妻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制服单位。丧服图的
形式，对于血缘较远之族兄弟与血缘较近之玄孙同服缌麻之服，正是因
为以父子为一个计算单位推出来的服制。１４从这个意义上看，差序格局
的核心并非“己身”，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体的核心家庭。同时，这
种“一体”又有主次之分，以“父为子纲”为首。

１３．例如，对于世叔父，按照己身与世叔父的关系应该服大功，但是因为世叔父与父亲为一体，
所以即加隆服期；对于已有丈夫之女子而言，为夫宗之尊属制服从夫降一等而服，一视丈夫与亲
属的关系而定，这是服术中的“从服”；夫宗之卑属（子除外）为之制服则一律与其夫同服。

１４．对于这种以父子为一个单位的计算法与丧服制度的关系的讨论，详见：周飞舟、李代，

２０１４。

以父祖之尊为核心，外接爵位之尊，内统血缘之亲，一方面使得宗
族内部的亲亲关系中也充满了等级结构，另一方面使得政治领域的尊
尊关系中也布满了亲属关系的影响。应该说，这是西周封建制度的主
要特点。具体而言，在以宗法结构为主要构架的亲属关系中，每个人都
处在不同的等级尊卑关系中，有行辈之差的不必说，即使同辈兄弟，因
其所属小宗种类不同，其尊卑关系也非常复杂。理论上，任何一个庶子
都是继祢小宗子的庶弟，他除了“宗”其继祢小宗宗子之外，还要“宗”其
继祖、继曾祖、继高祖以及大宗的宗子，这些宗子在有些情况下属于同一
人，在许多情况下属于亲疏不同的兄弟。若有兄弟为大夫，则大夫与其
子都要尊降或厌降旁亲。在以爵位结构为主要构架的政治关系中，若其
中有复杂的血缘和姻亲关系，则这种亲属关系会影响到政治关系。如父
子一为大夫一为士，或兄弟一为大夫一为士，其亲属之间的服制会相应
地发生变化。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诸侯大夫不绝、不降其嫡亲与正尊，并
非因为顾及“私亲”，而恰恰是因为爵位之尊不敌父祖之尊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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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丧服》的经文和传文中，“私亲”出现两次，是指“为父后”而变为
宗子的庶子为其出母或妾母等“私亲”应无服或降服，理由是“与尊者为
一体，不敢服其私亲也”；“私尊”出现过一次，是“父在为母”，理由是“至
尊在，不敢申其私尊也”。自己的情感表达，面对父祖之尊时便不能
“申”，其无服与降服与自己有爵位之尊时一般无二。１５

１５．参见：徐宗阳，２０１３，试论丧服中的“私亲”与“私尊”，未刊稿。

１６．因为父和君都是“至尊”，为家牺牲国和为国牺牲家是有内在冲突的，就是传统社会中比较
典型的“忠孝不能两全”的冲突。从丧服制度的原则上来看，郭店楚简《六德》篇中有“为父绝君，
不为君绝父”，比较明确地指出了二者冲突时的施服原则。相关研究和争论可参见：彭林，２００１。

１７．关于丧服制度在历史上变化的详细情况，可参见：丁凌华，２０１３：第２章。

费孝通（２０１１：３１）在论述差序格局时说：“我常常觉得，中国传统社
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
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从以上我们对丧服这种标准的差序格局结
构的分析来看，为家而牺牲国或有可能，１６为己而牺牲家、为了一己之
利而不顾父母儿女则无任何正当性可言。当然，如果庶子不为父后，则
仍可自服其出母，不降其妾母，这是丧服制度在维护父祖之尊的前提
下，顾及人的自然情感的考虑。
爵位之尊荫及至亲的原则是周代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封

建制度的产物，在作为礼制核心的丧服制度中有所体现是比较自然的
现象。但需要注意的是，丧服制度成为社会的风俗之后，其基本原则并
没有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而消亡，反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人们
行动的主要伦理原则。

三、制度与人情

作为封建时代丧葬制度的一部分，丧服体制并没有随着周代封建
制度的解体而瓦解，而是一直延续到清末乃至民国时期。历史上虽然
有些变化 ，１７但是丧服制度一直维系着其在《仪礼》中呈现出的基本形
态，并且深入到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虽然各地的丧葬风俗与官
方的丧服制度有些差异，但是这种制度一直存在，同时这种制度所内含
的基本原则也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之中。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丧服制度虽然只是人们在面对亲友死亡

时的服制，但由于其高度符号化和结构化的特点，因此成为人们分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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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中的亲疏厚薄、尊卑高低的基本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它具有超
越个人“具体”关系的特点，并不因为人们千差万别的个人间亲疏尊卑
的实际情况而发生改变。例如，《丧服》“齐衰三年”章曰：“继母如母。
传曰：继母何以如母？继母之配父，与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这是
说继母和亲母一样，父在为之服齐衰期，父没为之服齐衰三年。实际
上，具体到不同的个人，继母与儿子的关系千差万别，但是丧服制度并
不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清儒胡培翚《仪礼正义》曰：“或谓继
母有抚育之恩，故服之，非也。设继母来时，子已长成，亦必服之。则传
‘配父’之义其不可易，明矣。”唐代韩愈少孤，由其嫂抚养长大，恩情深
厚，所以其嫂亡后韩愈自行为其制齐衰期之服。按照丧服制度，叔嫂之
间无服，所以韩愈的行为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不得体或“非礼”。《通典》
中载田岳云：“五服之制，本乎亲属，故贤不加崇，愚不降礼。……情虽
不同，无绝其爱，亲亲之道也。”这里的意思是说，丧服制度并非是一种
基于具体个人间或“私人”间关系的制度，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制度。但
是，这并非是说这种制度不顾“人情”，其基本的原则恰恰是顾及人情而
生，即“缘情制礼”。

１８．牟宗三先生所讲的“具体的普遍性”（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来自黑格尔，与“抽象的普遍性”
相对，是指中国哲学由于强调主体性的地位而使用的主要概念的特征。按照牟先生的看法，
孔子所讲的“仁”即为一种具体的普遍性（牟宗三，１９９７：３３－３４）。这里借用牟先生的说法来
理解儒家所说的人情之常。

丧服制度的基本原则亲亲尊尊本身就是一种基于自然关系的情感

原则。这些原则贯穿于各种丧服之中，也涉及了一些具体的、变化的情
况。例如，女子出嫁后，其娘家的父母、兄弟与侄制服皆为其降一等，由
齐衰期而变为大功之服。这是丧服中的“出降”原则。汉儒郑玄在《丧
服》“姑姊妹女子子适人者”条“注”中解释说：“出必降之者，盖有受我而
厚之者。”女子出嫁，则自有夫家“厚之”，其娘家自为之降服。若女子出
嫁后夫死无子，《丧服》中称为“适人无主者”，即死后连祭祀的祭主也没
有，这种情况下，娘家的父母、兄弟与侄则不再降等制服，而为其服出嫁
前的齐衰期服。郑玄注曰：“无主后者，人之所哀怜，不忍降之。”所谓
“厚之”，所谓“哀怜”，指的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情感，这些情感生发于
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具体情境中，既不同于人的具体情境中的感情，但同
时又具有普遍性，是一种牟宗三先生所说的“具体的普遍性”。１８这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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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之常，或者是“发而皆中节”的中节之情。
就丧服制度而言，它既是基于对人在各种关系、情境下所具有的普

遍性情感的认识，又是人们将自己个别的、具体的情感表达为这种普遍
的、一般性情感的制度性安排。丧服是基于亲亲、尊尊的普遍性情感的
安排，如唐儒贾公彦在《丧服》“疏”中所云：“死者既丧，生人制服服之
者，但貌以表心，服以表貌，……是其孝子丧亲，以衣服表心。但吉服所
以表德，凶服所以表哀。德有高下，章有升降；哀有浅深，布有精麤，不
同者也。”所谓“哀有深浅，布有精麤（粗）”，是指针对不同的亲尊关系，
悲痛的感情有所差别，所以以不同的服饰、年月来与之相配。有了这种
基于普遍性情感的制度，则人们具体的、个别的情感表达会被这种制度
所规范，情感过厚的人被节制（这叫做“节”），而情感淡薄的人被感发而
转厚（这叫做“文”），通过节文，使人们的情感表达归于中节。１９因此，丧
服制度是一种以普遍性的情感表达为基础，又反过来规范人们具体的
情感表达的制度。

１９．清儒方苞在《礼记析疑》中论述《礼记·檀弓》的“哭踊”一节时，对于哭踊之礼的节文功能
有着精要的论述：“孺子求索于亲而不得，恋慕谿勃必哭且踊，先王制哭踊之节，实缘于此。盖
恐至性笃厚者常如孺子哀情中迫则后不可继，即能继，力亦难胜，故即以哭踊之节洩其哀情，
而使之渐杀。又使人要其节而必哭必踊，则中人之性，必感物而有动于中。即顽薄者，要其节
而强为哭踊，亦自觉中情不应而愧怍难安。以故兴物，莫切于缞绖之制。”

在中国思想尤其是儒家的社会思想中，情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礼记·礼运》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
以耕之。”王夫之《礼记章句》曰：“田，谓礼所自植。耕之，修治使淳美
也。”人情是政治治理的对象，其本身的和顺又是政治治理的目的。情
的这种地位与儒家关于人性的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在儒家思想中，情
被看做是人性的表达，而性本天命所赋，为至中至善。
情生于性，朱子解释为“情者，性之动也”。《中庸》有云：“喜怒哀乐

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
下之达道也。”朱子《四书集注》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
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
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
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那些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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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的情感，自然也是出于性，只是由于有过、有不及而不能中节，故有
不善。２０

所谓缘情制礼，是指礼的制度性规定的基础是无过无不及的中节
之情，即天命之性的善的发挥。通过学礼、复礼，通过节与文来表达自
己的感情，从而达到发而皆中节的“中和”，就可以体见本善之性。清儒
淩廷堪在其《复礼》一文中的说法较有代表性：

２０．陈来（２０００：２１１）在《朱子哲学研究》中指出，如果认为情出于性，则那些不善之情亦出于
性，性就不能作为纯然之善的本体而存在。他认为朱子的一个解决方法是认为不善之情发于
有善有恶的气质之性而非纯善的天命之性，但陈先生承认这只是他的推测，并不能找到确凿
的证据。事实上，如果将不善之情理解为天命之性发而不中节所致，似乎可以解决这个矛盾，
但是善为何可以以不善的方式发出，似乎仍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夫人之所受于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复其
善者，学也；所以贯其学者，礼也。是故圣人之道，一礼而已
矣。夫性具于生初，而情则缘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则
不能无过不及之偏，非礼以节之，则何以复其性焉？父子当亲
也，君臣当义也，夫妇当别也，长幼当序也，朋友当信也，五者
根于性者也，所谓人伦也。而其所以亲之、义之、别之、序之、
信之，则必由情义达焉者也。非礼义节之，则过者或溢于情，
而不及者则漠焉。故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
节谓之和”，其中节也，非自能中节也，必有礼以节之。故曰：
非礼何以复其性焉？

淩廷堪的这段论述简明扼要地指出了性、情与礼之间的关系。人
们的喜怒哀乐之情，其根本于性，但是在发出来的时候会有“过”与“不
及”之偏，礼的作用是通过制度性的规定来节制“过”的滥情或者兴发
“不及”的冷漠，使人的感情表达达到“中节”的地步，从而与性之善相
合，这叫做“复性”。
按照孟子的学说，人性之善有四端，即仁义礼智，其中仁义又是根

本。《孟子·离娄》篇曰：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

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
礼和智是通过认识和实践去践行仁和义的过程。另外需要注意的

是，仁和义作为至善的德性，生发于人性，表现为有节文的情感，但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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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抽象的、笼统的情感，而是首先表现在伦常日用的具体实践中，
即“事亲”与“从兄”。朱子《四书集注》曰：“仁主于爱，而爱莫切于事亲；
义主于敬，而敬莫先于从兄。故仁义之道，其用至广，而其实不越于事
亲从兄之间，盖良心之发最为切近而精实者。”
按照这种理解，丧服体制作为礼的核心，其基本原则的亲亲和尊尊

就是仁和义“之实”，而礼是用来“节文”这种原则的制度安排。《中庸》
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
等，礼所生也。”王夫之在《四书训义》中解释“亲亲之杀、尊贤之等”时
说：“推而上之以及乎远祖，推而下之以及乎庶支，厚薄各有其则，尊贤
之等出焉。”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亲亲和尊尊是仁和义在具体的人伦关
系中表现出的、以爱和敬为实质内容的情感要求，或者说，对至亲的爱
和对父兄的敬是仁和义的实质内容，也就是丧服制度中的亲亲和尊尊。
王国维（２００８：１３５）在《殷周制度论》中说：“故知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
道德而设。……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
有别，四者之结体也。”
亲亲和尊尊作为丧服制度的基本原则，成为规范人们日常生活之

行动的基本原则。中国传统文献中并没有“社会”这个名词，而是将基
本的社会群体和关系称为“伦”，中国社会学的先驱之一潘光旦（２０１０：

２５２）就认为社会学可以称为“伦学”。经过考察，他发现，传统文献中用
“伦”字表示基本的社会群体或群体之间的关系，如荀子多以“伦”表示
人群的类别，而孟子多以“伦”字表示人群之间的关系。在诸种群体和
关系中，最为基本的“伦”即父子、兄弟。后来有孟子的五伦：

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
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根据潘先生的考察，这与《中庸》提出的“五达道”基本一致：
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

下之达道也。
《中庸》对于“达道”的解释，正是所谓“循性”而生的“天下之所共

由”的“道之用”。两条材料合而观之，则人伦即为仁与义的践行场所。
我们可以说，人伦关系以仁义为目的，以亲亲尊尊为原则，以各种礼乐
制度为手段；伦之理为仁与义，人们在人伦关系中的行动以亲亲尊尊为
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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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尊尊虽然以直接的亲属关系和君臣关系为基本形式，但是其涉
及范围并不仅限于此。随着人伦关系的扩大化和复杂化，这种亲亲尊尊
的原则也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扩张至各种社会关系中，表现为人与人之
间的相处之道，有社会学家将其称为“人情”（金耀基，２０１２：６２－６３）。
关于“推己及人”的具体方式，孔子称为“仁之方”（《论语·雍也》），

而孟子称为“仁术”。孔子对此的论述是“能近取譬”的忠恕之道，而孟
子则利用齐宣王“见牛未见羊”的不忍人之心加以阐发（《孟子·梁惠王
上》）。朱子《四书集注》对此解释说：“盖人之于禽兽，同生而异类，故用
之以礼，而不忍之心，施于见闻之所及。”这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
恕道一样，极端重视人伦关系中见闻所及、体会而发的自然情感。越是
亲身体验的经历，越是最为亲密的关系，这种感受就越发亲切。因为人
人都有此类感受，虽然人人面对的具体人伦情境有所不同，但是感受却
正可彼此相通。人人有一差序格局，面对的具体人物万人万殊，但是差
序格局的结构却是人人相同。只有深切体会到自己失去亲人的痛苦，
才能真切感受到别人失去亲人的痛苦。只有自己辛苦养育子女，才能
真切体会到父母的恩义。而所谓痛苦，所谓恩义，是只有自己感受方能
感受他人的共通的“人情”。在这个意义上，帕森斯所说的中国的“特殊
主义的关系结构”只是这种结构的人际关系形式而已，每个人伦本有
异，理则相同。所有人的伦理，对父母都是孝，对子女都是爱，对父兄都
是敬，孝、爱和敬作为人之常情，无特殊主义可言。
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梁漱溟先生反对将中国社会理解为“家

族本位”的说法，而提出“伦理本位”。以产生于家庭中“一体之亲”的基
本伦理———仁和义为本位，推及由无数“一体之亲”所包围的他人，乃构
成了社会。

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
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如此则知，人
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伦者，
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相与之间，关系遂生。家人父
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父母总是最先有
的，再则有兄弟姊妹。既长，则有夫妇，有子女；而宗族戚党亦
即由此而生。出来到社会上，于教学则有师徒；于经济则有东
伙；于政治则有君臣官民；平素多往返，遇事相扶持，则有乡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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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随一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开展，而渐有其四面八方若近
若远数不尽的关系。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
止于家庭。吾人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以至于一切相
与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久暂，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
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
友、乃至一切相与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
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之
“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更为表示彼此亲切，加重其情
与义，则于师恒曰“师父”，而有“徒子徒孙”之说；于官恒曰“父
母官”，而有“子民”之说；于乡邻朋友，则互以伯叔兄弟相呼。
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
重。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
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
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联
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它没有边界，不形成对
抗。恰相反，它由近以及远，更引远而入近；泯忘彼此，尚何有
于界划？自古相传的是“天下一家”、“四海兄弟”。（梁漱溟，

２００５：７２－７３）

四、余论

费孝通在晚年发表的《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认为
中国的社会学应该将“天人之际”和“精神世界”纳入研究范围，并指出
要避免简单“还原论”的倾向，即简单地用“非精神”的经济、政治、文化、
心理等各种机制来解释，而“最理想的，是在社会学研究中真正开辟一
个研究精神世界的领域”，应该关注人与人之间“只能意会”和相互感通
的部分。在方法论层面上，费先生着重强调了“理学”中“推己及人”、
“格物致知”的方法，认为这其中含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
科学主义的特殊的方法论的意义”。在文章中，费先生专门讨论了“将
心比心”的方法，并指出：

“心”的概念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含有很强的道德伦理的含
义。抽象的、认识论上的“心”的概念，是基于心脏是人生命中
“最重要器官”，因此它也自然地代表着“做人”、“为人”方面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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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攸关的、最需要珍重的东西。当你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
背后假设的“我”与世界的关系已经是一种“由里及外”、“由己
及人”的具有“伦理”意义的“差序格局”，而从“心”出发的这种
“内”、“外”之间一层层外推的关系，应该是“诚”、“正”、“仁”、
“爱”、“恕”等，……是符合“天人合一”、“推己及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等人际关系的基本伦理关系。（费孝通，２００３：１３－１４）
费孝通的这段论述，可以看做是对其早年论述“差序格局”中的“自

我主义”的深刻反思。差序格局的核心，也包含了以“将心比心”为基础
的可以外推的“心”的伦理。这方面的研究和扩展，“它本身就是在重新
审视我们自己的历史，也就是‘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的一种重要的
实践”（费孝通，２００３）。
如果说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那么

梁漱溟所说的伦理本位则是这种社会结构背后的基本精神，这似乎也
正是费先生晚年在各种谈话和文章中反复称引梁先生的用意所在。本
文以对丧服制度的分析为切入口，力图揭示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之间
的密切关系，以为两位先生的讨论作一注脚。中国社会缺乏强大的宗教
传统，这不等于说中国人的行动缺乏超越功利的价值指引。与差序格局
这种亲疏尊卑关系的结构相适应的，正是儒家思想中最为核心的价值概
念：以爱为主的“仁”和以敬为主的“义”。在社会结构中，“仁”与“义”表现
为亲亲与尊尊之道。中国传统社会的繁文缛节并非只是象征性的压抑
个性和激情的社会控制手段，它也是一种人在社会中达到“情深而文明”
的文质彬彬的生活之道。中国人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行动，等而下者追
求以利为利，等而上者讲究有情有义，两者其流虽异，其源则同。
然而，本文的主要论述都只是对传统精神的追索，这好比讨论一个

古老花园逝去的繁华。丧失了伦理本位的差序格局变成一个高效但汙
下的名利场，这并非差序格局本身的过错。但是，这种社会结构经历了
西方风雨的百年洗礼而仍然难以改变，到底是由于我们还没有找到彻
底重新塑造现代社会的理性化之路，还是由于中国人心中仍有仁义
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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